第16章 　台灣經濟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台灣經濟建設在日本五十年的統治下已奠定良好的基礎。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來台接收後均歷經一段不穩定時期，經濟發展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在一九五一年，美國恢復對國民政府軍事及經濟援助時，總國民生產毛額（GNP）約為一．一九六百萬美元，或平均每人國民生產生產毛額為一四五美元。當時我是十二歲國小五年級的學生。到現在我對當時生活困苦的情況，記憶猶新。那時的經濟結構，農業、工業及服務業，占國民生產毛額之比重分別為：三二．四八％、二一．三三％及四六．三九％。當一九六八年我離台赴美留學時，台灣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為三佰多美元。當時國內的經濟結構，農業、工業及服務業占國民所得之比重分別為：十九．二％、三十四．四四％及四六．五四％。這時工業發展已開始起步。在一九七九年，我留美十一年後第一次回國，台灣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已增加為一五七七美元。此時的經濟結構已大為改變。工業生產比重已升為四五．三四％，農業之比重則降至八．五五％，服務業之比重則維持在四六．一一％。到了一九九０年，工業所占比重略降，為四二．二九％，而農業及服務業的比重分別為四．二二％及五三．四九％。此時，國內經濟結構與先進工業國家甚為相近。

　　根據謝森中（一九九三年）「從經濟觀點看戰後台灣經驗：一個實際參與者的見證」乙文（謝總裁森中言論集第一冊，第二七七頁至三二四頁），自一九五０年到一九九０年台灣經濟發展可分為下面四個時期：

1、 一九五０至一九五九年：戰後重建時期

 　 一九五０年代期間，自前殖民地新近獨立的國家，普遍遭逢人口壓力、全面糧食缺乏、政府預算赤字、外匯短

缺及通貨膨脹之困境。因此提高糧食生產為當時經濟發展之首要課題。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五三年制定並推行首期四年經濟發展計畫，在「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之政策下，完成耕者有其田，提高農業生產力，達成充裕糧食，進而以銷售農作物及其加工品俾賺取外匯、進口發展工業所需之機器與原料。至於工業生產方面，則選擇技術簡單、資本需求較低及勞工較密集之工業，諸如紡織及合板等工業，以替代進口。本階段為進口替代期，經濟成長率達八％，物價上漲率平均為四．四％，生產活動力係側重於農業部門。

2、 一九六０至一九六九年：出口擴張時期

　　第二階段始自一九六０年代，稱為「出口擴張時期」。鑒於國內市場需求有限，一九五０年代末期若干產品之市

場已趨飽和，且國內現有生產設備過剩，政府遂採行一系列財經政策，以期改善投資環境并拓展海外市場。由於經濟景氣轉旺，加上國際經濟環境全面轉佳之激勵，出口因此急速成長，每年平均增加幅度達百分之廿五以上。此外，值得一提者，一九六三年，製造業占國內生產淨額〔簡稱（GDP）﹞之比重首度超越農業部門所占比重。

三、一九七０至一九七九年：第二次進口替代時期

　　第三階段為涵蓋一九七０年代之「第二次進口替代時期」。一九七三年，全球普遍深受美元貶值、糧食短缺及第一次石油危機等影響，國際經濟因此進入經濟結構轉型時期并遭受各項不利情勢之重擊。此際，中華民國經濟面臨停滯膨脹之困境，幸賴一九七四年起政府陸續推展十項建設，彌補出口與民間投資減少之不足，使全國經濟仍能維持低度成長。迨物價持穩後，政府爰採行激勵景氣措施，乃能維持中度經濟成長。惟鑒於國內製造業所需原料及零組件商品，常受制於國際市場之外國廠商，致影響國內廠商正常產銷作業，因此乃以發展重化原料及零組件產品工業為主。自一九七三年起，全體重工業占總製造業之比重遂遠大於輕工業，邁向轉變為以重化工業為主之經濟結構，此為本十年間重要之特徵。

四、一九八０至一九九０年：自由化及國際化時期

第四階段始自一九八０年，稱為「自由化及國際化時期」。由於年來我國持續享有外貿順差，至一九八０年起更

趨明顯，主要貿易伙伴益趨關切貿易失衡狀態，政府於是積極採取多項大幅放寬進口之自由化措施，以期減少貿易順差。
　　目前進口管制大抵已全數解除，關稅已大幅調降，有效關稅稅率由一九七一年之一二．二五％降至一九九０年之五．六％：有關經常帳交易之各項外匯管制已經廢止，國際資本移動之管制亦已大幅放寬。此外，自一九八五年九月主要工業國家達成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以來，新台幣對美元升值幅度約達五十％，而一九八八年國內需求首度超越商品與勞務之出口，且成為促進經濟成長之主要推動力。

　　綜而言之。中華民國最近四十年來之經濟發展成就馳名世界，主要係全體國民辛勤耕耘，加上政府推行健全經濟政策、適當整合各項生產要素及循序漸進推動經濟發展所致。職是之故，不僅經濟快速成長、物價穩定，同時得以順利從農業經濟轉型為漸趨工業化之經濟結構。展望未來，台灣勢將邁向以國內需求為導向且著重高科技工業之經濟型態。目前，政府更積極獎勵國際貿易市場分散化、技術多面化和高級化，自各先進高科技國家引進嶄新科技：同時刻正著手從事一九九一至九六年之六年國建計畫，俾加速台灣現代化，重建社會秩序并強化均衡成長。

　　以上四個時期的分析乃節錄自謝前總裁森中先生的論文。我認為一九九一到一九九九年乃「產業升級及提昇國際競爭力」時期。此時期也是我對台灣經濟發展加強研究及積極參與時期。現在，就有關的主要活動回顧如下：

1． 一九九０年七月，應邀出席台大管理學院國際金融市場研討會，發表主題演講，題目為「台灣證券市場發展之展望」。
2． 一九九二年四月，應邀出席中國經濟學會（現在改名為台灣經濟學會）年會，發表主題演講，題目為「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的財務分析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3． 一九九二年七月，在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進行主題演講。講題為「台灣經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4． 一九九四年三月到經建會對財政部、中央銀行及經建會等三部門中高級官員演講「發展台北成為區域金融中心之前景」。
5． 一九九四年九月，華盛頓國建學術研討會，發表「發展台北成為區域金融中心」演講。此外，也對海峽兩岸經貿關係發表意見。
6． 一九九四年十月，財訊刊出「產業是根，金融是葉│李正福教授暢談發展金融中心的大戰略」訪問稿。
7．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日，與彭淮南副總裁發表「發展台北成為區域金融中心之具體建議事項」（見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日工商時報，第三及四版）。詳細內容後來刊登在中央銀行一九九五年三月出刊之季刊。

8． 一九九五年八月八日及九日，在台北召開第三屆「太平洋盆地企業、經濟及財務」國際會議。並以「特效葯治

　　急症」的建議來解決當時面臨的金融弊案（見工商時報八月八日第二版）。
９．一九九五年十月，紐約國建學術研討會，發表「發展台北成為區域金融中心」的演講。
10．一九九六年八月，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作專題講演，講題為「亞太地區經濟及金融發展的回顧與展望」（見一九

　　九六年八月廿六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第三十頁）。

11．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日及十一日，在新加坡召開第五屆「太平洋盆地企業、經濟及財務」國際會議。並發表「亞

　　細安若再有貨幣危機，新加坡恐難獨自施援手」意見（見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一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第三十二頁）。

12．一九九八年二月發表「資本帳管制，不必完全解除」（見一九九八年二月廿八日工商時報第二版）。

13．一九九八年二月廿八日，在中央銀行作專題講演，講題為「亞洲金融危機之遠因、近因及展望」。此文刊登在一

　　九九八年上海商業銀行季刊第五十三期（十一月份）。
14．一九九八年四月到中華經濟研究院參加「兩岸如何共同促進東南亞金融穩定及區域經濟發展」座談會。我是與

　　談人之一。（見中華經濟研究院重要經濟議題系列之三（一九九八年四月份）。

15．一九九八年五月發表「禁止國內法人承作NDF很合理」意見（見一九九八年五月廿五日經濟日報第四版）。

16．一九九八年六月，到經建會作專題講演，講題為「美國金融產業的競爭力」。在此次演講中，我也提出外資在兩

　　個月內回流之預測。（見一九九八年六月九日聯合晚報第一版、六月十日中國時報第六版及六月十日工商時報第

　　四版）。

17．一九九八年九月主張調降存款準備率（見九月廿七日經濟日報第二版、九月三十日工商時報第四版及十月一日

　　中央日報第十四版）。

18．一九九八年九月發表「台灣財經政策是為亞洲典範」意見。要點為：認同央行政策及支持黨政基金護盤股市與　

　　擴大內需應先扶植中小企業（見九月三十日經濟日報第二版）。

19．一九九八年九月三十日，在台大管理學院作專題講演，講題為「亞洲金融危機與台灣成為區域中心之探討」。在

　　此演講中，我也建議台灣與新加坡成立經濟邦聯（見十月一日經濟日報第四版）。

20．一九九九年一月發表「經濟谷底已過，股市明顯低估：電子業活力恢復，政府應激勵投資人信心」意見。（見一

　　月三十日經濟日報第四版）。

21．一九九九年五月發表「開放外資，現在應懸崖勒馬：五十％已是極限，短期資金進出應適當設限」意見。（見五
　　月廿四日經濟日報第三版）。

22．一九九九年五月發表「亞太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不神秘」意見。（見工商時報第十一版）。

23．一九九九年五月廿九日發表「緩建高鐵，以免影響國內金融體系的健全」意見。（見經濟日報第二版，中國時報

　　第九版，聯合晚報第八版及自由時報第三版）。

24．一九九九年六月發表「贊成設立國家安全基金」意見。（見六月九日工商時報第三版、中國時報第六版）。

25．一九九九年六月發表「南向投資，泰國最上相」意見。（見工商時報第七版）。

26．一九九九年八月發表「高鐵融資計劃應再評估」意見。（見八月十九日民眾日報第六版、經濟日報第四版）。

27．一九九九年八月發表「股市萬點時，外資可能撤離」意見。（見八月十九日工商時報第二版、經濟日報第三版）。

28．一九九九年八月發表「注意大陸凍結台商巨額投資的可能」意見。（見八月二十三日聯合報第十三版）。

　　在「產業升級提昇國際競爭力」的九年期間，台灣經濟的總體發展實是亞洲典範，現在我們就這方面加以申述：

　　自一九八０年代中期以後，台灣政府以「經濟自由化、國際化與促進產業升級」為主軸：一方面大幅降低關稅開放進口品，並放寬國內外金融服務業設立限制。另一方面鼓勵民間從事自動化研究發展及投資於高科技產業，使廠商逐漸由勞力密集的生產方式，轉成技術密集的生產方式。產業升級成果方面，乃以電力及電子機械設備擴充的成長速度最快。重化及技術密集產業的產值占製造業的比例，由一九八六年的五九．六五％，上升至一九九七的七十五．五％。因此，就業及出口方面，高科技及重化工業所占的比重也有顯著地增加。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方面，也運用得當。此方面已在前面有所敘述。因為產業結構的健全及經濟政策的穩健；台灣受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也就較其他國家為輕，為其他國家所稱羨。在一九九八年，我到香港、大陸與新加坡開會時，當地的產官學各界對台灣能承受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而能維持約百分之五的經濟成長率讚譽有加。所以我在一九九八年九月三十日之經濟日報發表「台灣財經政策是為亞洲典範」乙文，其來有自。

　　為了使台灣的經濟能穩健中更上一層樓，我想做一些建議以供產官學界參考。我的建議乃以台灣所面臨的特殊環境為出發點。因為我們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的成員，所以金融一旦發生問題將孤立無援。此外，我們又經常面對中國大陸的威脅，使得我們的經濟政策不能冒太大的風險。

　　時值總統大選之際，有些候選人乃以新的大陸政策以討好中國大陸及部份選民。至目前為止，除了連戰先生與蕭萬長先生這組候選人外，其餘之候選人皆主張三通及放棄（或重新檢討）「戒急用忍」的大陸經濟政策。這種作法使我憂心忡忡，不得不以我的經驗及學術知識對此種不負責作法，做良心上最嚴肅的探討及批評。

　　國際投資首重利潤與風險的分析。投資利潤方面的分析已在第六章及第十五章作頗為詳細的探討。國際投資的風險首重外匯風險及政治風險。所以對大陸投資的分析方式也同樣要著眼於此。現在，我們專門討論對大陸投資的政治風險。

　　依我長年教學及研究所得經驗，我認為台商在大陸所面臨可能的政治風險之情況是史無前例。從法律上看，大陸不將台灣視為國與國的關係，所以沒有保障。此外，大陸對商業契約的規定也比較不重視，因此要在大陸作比較大的投資，只有靠人際關係來保護。就連新加坡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也遭到困難。

　　新加坡政府在蘇州設工業區，李光耀先生以為以他與北京的關係，可以得到完整的保障。可是地方政府在鄰近地點設了一個更為便宜的工業區與新加坡競爭。李光耀先生只有向北京求援，在未獲具體回應的情況下，新加坡只好放棄蘇州工業區。這種例子不是教科書上的政治風險，因為教科書的政治風險主要是談資本凍結或沒收財產。傳統的政治風險乃是有形的，變相的政治干擾是無形的，是殺人不見血的做法，吃虧的人有如啞巴吃黃蓮。此事會發生在李光耀先生的頭上，更容易發生在王永慶先生，高清愿先生或其他台商投資者的頭上。如果王永慶先生在福建海滄投資，可能也會遭逢與新加坡蘇州工業區相同的命運。為了防止（或減少）此種直接或間接的風險，李登輝總統乃於一九九七年夏天提出「戒急用忍」的政策。

　　有關對大陸的投資政策，我很早就有自己的看法。我自一九八二年到武漢大學講學至一九九九年八月初在北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講授亞太金融政策為止，到大陸的次數達十四次之多。根據我長期的觀察，大陸經濟發展前景不錯，不過台灣到大陸之投資政策乃要以「戒急用忍」的辦法。那就是說，中小企業可以自由前往投資，而大企業則應儘量根留台灣。此論點，我早在一九九四年就已提出（見財訊一九九四年十月號）。

　　總統候選人中，除了連蕭配這組外，至今全都反對「戒急用忍」政策。而宋楚瑜先生與張昭雄先生這組總統候選人在參選的專訪中，張昭雄先生甚至喊出「用急戒忍」的對大陸經濟政策。目前我們面臨的對大陸經濟政策問題與急性心臟病不同，以心臟病權威的醫學專業用在經濟政策上不一定妥當。張醫師是名醫，救過成千上萬的病患，但我擔心如果他們當選後，不顧台灣經濟安全的政策可能會害死幾百萬人。張醫師好像不懂隔行如隔山之道理。醫學有諾貝爾獎，經濟學也有諾貝爾獎。我覺得張醫師可能需要走出病房，再花二到三年時間學點經濟學或管理學，等下次再選吧！

　　宋楚瑜先生本人也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向現行的「戒急用忍」政策開炮。他並提出，放棄「戒急用忍」，可以增加台灣安全的言論。這種本末倒置、似是而非的說法，實在值得選民深入去瞭解宋先生真正的動機為何。

　　至於三通問題，對台灣安全的影響可能更為直接。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國及美國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終於達成協議。這表示中國與台灣，可能在公元二千年初，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屆時，台灣可能須動用排除條款或其他安全條款達到緩兵之計。如為了選上總統，不顧台灣將來的安危，那麼就太不可思議了；如果以「犧牲台灣」的方式當選總統，那就太不厚道了。所以，在三月十八日選舉以前，產官學各界需對三通的好處及壞處，多加思考研究。各組候選人有義務將三通的優缺點明白地告訴選民。如果選民讓不適當的候選人獲選，造成台灣、大陸過早統一，過著獨裁不自由及環境條件差的生活，那就無話可說了。

　　在公元二０００年開始，台灣經濟上面臨地震重建時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對大陸經貿關係等嚴肅課題。在此關鍵時刻，我衷心企盼新任總統不要以台灣的安危為賭注，穩紮穩打乃最好的策略。希望大企業家也耐性等待進一步發展的契機。覆巢之下無完卵，戒之，戒之。

　　從前幾章的討論中，我們可發現到台灣的經濟發展政策訂得很不錯。不過，我認為許多政策還有改善空間或不盡人意之處。再此提出我個人的建議，供產官學界參考：

1． 三通不能輕易開始，而戒急用忍的政策不要輕言放棄。

2．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雖是建設國家的變通辦法，但仍要謹慎考慮如何融資及興建時機等問題。

3． 資本帳不能完全開放，要用動態的調節機制以確保產業健全的發展。

4． 參與國際貿易組織後，不要認為經濟就可萬無一失，要小心防範副作用的產生。

5． 股票市場之健全性及透明性要加強。如不當之交易持股、內線交易，應加以禁絕。

6． 加強傳統產業之扶植，以確保經濟平衡之發展與金融體制的健全。

7． 加強環境品質的改善，以增進人民生活品質。

8． 加強對建築物品質的控制，以減輕自然災害的損失。

9． 加速地震災害之重建，暫緩不急需的公共建設。如有可能，高鐵必須緩建。

10．加強教育素養，為產業升級培養人材。據我所知，美國各級政府正加強提高教育品質，而台灣卻降低教育品質

　　以討好學生（或家長）。這根本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11．檢討並修訂不合時宜的法令規章，以營造有利之發展環境。

12．加強法治觀念，增進民主素養，為經濟進一步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13.繼續推動產業升級政策，以使台灣成為經濟強國。

14.加強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台北成為區域金融中心。

總而言之，十多年來台灣經濟政策相當不錯，希望政府維持優點，改正缺點，為經濟自由化及國際化努力。希望台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能邁入進步國家之林，為子孫造福。是為禱！







